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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摇 要:文学教育是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长期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

突出问题是文学教育学科定位紊乱,工具论教育认知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致使当代文学教育人文精神严重缺

失。 文学教育具有审美熏陶、思想引导和知识传播的多重属性,需要正视和探索文学教育的合理学科定位,促

使其在人才培养中发挥切实可行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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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在中国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国度一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在现代社会价值取向急剧

变革和学术分科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作为人文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教育不仅地位日渐式微,而且其

方法和内涵也受到扭曲。 二十一世纪以来,文学教育中人文内涵的缺失及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引起文

学界教育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 如黄发有对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提出质疑[1],陈思和提出文学教育

应当普遍扩大审美教育内涵[2],范建华进一步明确提出当前文学教育面临危机[3],钱理群呼吁大学应

加强人文教育以避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冶 [4],王丽强调高校文学教育应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5],梁结玲提出要从学科体制反思当前的大学文学教育等 [6]。 实际上上述问题并非新鲜问题,也不

可能短时间得到解决。 其中涉及到社会发展和教育理念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是需要从多个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 本文试从文学教育学科定位角度提出一些思考的线索,希望引起学界对文学教育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深入思考。

一

在我们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中,有一个领域不仅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其学科定位也一直处

于暧昧不明的状态,这就是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本应是文学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文学教

育学科定位模糊,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价值观紊乱,致使该领域乱象迭出,难以形成广泛共识,最终

制约着对于文学的认知,影响到文学和文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乃至影响到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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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效果。
其实,有不少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和关心文学教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如胡适、

鲁迅、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当代学者温儒敏、钱理群、陈平原、陈晓明、陈思和等

先生,近年来都发表过有关文学教育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参加有关文学教育活动,参与编写从中学到

大学的语文教材,推动文学教育改革。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写作学会等学术团体也对文学教育问

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时推出一些文学教育的讨论话题和组织相关的活动。 但我觉得其中的一些问

题还没有说够,也没有说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数学者仍理所当然

地把文学研究关注的重心放在研究文学创作的新作品、文学发展的新态势和文学批评的新话语等方面。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文学教育尚未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对象,文学教育还未能在文学事

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文学教育在文学事业中之所以未能受到足够重视,与文学发展所处的社会文化

背景有关,与文学发展的历史水平有关,也与它在文学事业中的学科定位模糊有关。 我想在此简要谈谈

文学教育的学科定位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学文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
文学教育的学科定位问题问的是文学教育是什么,以及它应该做什么。 这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如

何看待文学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的问题。 由于文学教育既具有文学的要素,又具有教育的特质,致使文学

教育的学科定位带有了比单纯的文学或教育更为复杂的学科特性。 换言之,我们既可以从文学本位的

角度看待和理解文学教育,把文学教育主要理解为某种文学审美效应;我们也可以从教育本位的立场看

待和理解文学教育,把文学教育主要理解为某种知识的获得和思想道德教育活动。 究竟哪一种看法更

为合理? 抑或还有更为合理的认识? 这就使对文学教育的学科定位认知带有了复杂的性质。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学教育的定位自先秦时代孔子起,一直都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主要把

文学教育当作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工具,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工具。 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比较集中

反映在他与门人的谈话录《论语》中。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谈到读“诗冶的作用问题,认为“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冶,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冶。 但所有这些诗的作用,归结起来,最主要

的功能其实就两个方面,即“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冶,也就是通过学诗,可以帮助成长中的年轻人在家里

做一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一个好臣民。 《论语·先进篇》中循此还记载了“孔门四科冶及其代表人物: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亏;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里所说的

“文学冶,过去一般按照宋代邢昺的解释理解为“文章博学冶,也有学者认为:“孔子所谓文学应是付诸政

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而非文章博学。冶 [7]孔子的上述文学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其中最

基本的意思归结起来有两点:首先是认为文学教育对于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孔子主张学诗。
《论语·季氏篇》里讲,“小子何莫学夫诗冶“不学诗,无以言冶“不学礼,无以立冶。 这就包含了某种文学

教育的思想。 其次,文学教育尽管有多方面的功能,但主要是利用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培养有德行的君子,使之成为可以修己安人的济世之才。 总体说来,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把文学看作

是“经国之大业冶,强调“文以载道冶的价值取向,因此,一直是按照用文学立德树人的思路来开展文学教

育。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理念主要是从思想道德教育角度来确立的。 至于文学教育中

的文学这一维,老祖宗不是不重视,而是在非文学本位的德化教育理念中给予适当的重视。 一言以蔽

之,寓教于乐,立足点和归宿还是“教冶而不是“乐冶,是思想的教化,而不是文学的审美。 所以,孔子一派

的文学教育观实际上又被称为儒家诗教。 在古代,尽管儒家诗教并不能代表传统文学教育观的全部,却
是其中的主流观点。 但到了近代,随着文学自身的演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文学思想的传入,
审美教育的理念与中国传统儒家诗教的文学教育理念发生冲突,文学教育的功能定位便成为一个问题

凸显出来。 受此影响,近代一些先进人物试图在推翻儒家诗教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重新为文学教育定位。
中国近代以来企图重新给文学教育定位的有几个重要人物。 首先是王国维。 1906 年,王国维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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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论教育之宗旨》的文章,发表于本年《教育世界》第 56 卷上。 王国维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教育之宗旨何在? 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何谓完全之人物? 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
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 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

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 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 而精神之中又分

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 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爷者知力之理想,‘美爷者感情之理想,
‘善爷者意志之理想也。 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 教育之事

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冶接下来王国维进一步分别论述了智育、德育及

美育的内涵要义,把智育归结为知识之教育,又认为德育为古今中外教育之中心,“美育者一面使人之

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冶王国维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偶尔言之,而是源于

他对西方近代所谓新教育和美学系统研究后的颇为深入的思考,在他的《孔子之美育主义》 [8] 《论叔本

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9]《教育偶感》 [10]等文中随处可见。 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王国维关于教育宗旨

的思想充满矛盾。 王国维一方面借鉴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和美学思想,明确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完全

之人物,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在传统的德育和智育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美育。 王国维对教育宗旨的认

识以及对美育的重视,使他明显超越了传统教育理念而进入到现代教育思想的境界。 但另一方面,王国

维对于德育的认知以及主要把美育看作是德育和智育的手段,又限制了他的美育思想的展开,实际上难

以达到他所追求的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目标。 王国维的这种矛盾性显示了新旧时代转换过程中其教育思

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与王国维教育思想矛盾性相似的另一个重要近代人物是梁启超。 梁启超首先是中国近代一位以思

想复杂多变著称的社会活动家,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并且始终关注时代和文学的发展变

化。 他对文学的认知也因此不断发生变化。 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对变法失败教训的总结中提出

了著名的“新民说冶,进而在 1902 年写出著名的开启民智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自己

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梁启超在该文开篇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

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冶 [11] 梁启超在该文中

还进一步论述了他所理解的小说的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

所染。 二曰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 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 四曰提。 前三者之力,自外

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 显然,这里所说的小说的四种力主要是在讨

论小说的审美功效。 这表明梁启超对小说的审美作用已有相当深入的独到见解,却又最终将小说的这

些作用归结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表现出工具论的文学审美教育思想。 这一方面虽然具有鲜明的启蒙时

代特征,但其所根据的文学作为社会改良工具的思想与传统的文学教育观并无二致。 然而在 1918 年至

1920 年,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旅游归来之后,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实地观察和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
他对中国社会文学和文学教育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领悟。 梁启超 1922 年在清华大学发表《情圣杜甫》的
演讲,将文学的本质特征认定为“情感的表现冶,并且认为,杜甫诗歌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

的,极深刻的。 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
所以我叫他做情圣。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文最后提出:“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 抑或应

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诗? 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

极端的左右袒。 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 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

生目的。冶 [12]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新文学初期那种“为人生而艺术冶的主张,而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有了

更为深入的认识。 因而,梁启超在 1922 年所作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13] 一文进一步将文学

教育定位为“情感教育冶。 据此,梁启超该文虽然大量举例讨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情感表现方法,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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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等,但该文首先对情感本身以及情感教育做了集中阐释,展示

了梁启超的另一番情怀。 在梁启超看来,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其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 因

此可以说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把情感教育放在第

一位。 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 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冶的钥匙都掌握住

了。 此外,梁启超在 1922 年所作的另一篇演讲中还谈到“趣味教育冶,可以说是对“情感教育冶的一个补

充[14]。 梁启超的上述关于情感教育的思想显示了对王国维美育思想的超越和发展。 在此基础之上产

生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更加强调审美本位的美育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般认为,蔡元培在中国首倡美育。 这一方面是蔡元培在民国初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

出五项国民教育,其中就包括了美育[15]。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后以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

学校长的身份,持续倡导美育,并且身体力行推进美育,对中国现代美育产生极大影响。 1917 年 4 月 8
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应邀到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冶的专题演讲,后来这篇演

讲分别刊载于《新青年》1917 年第 3 卷第 6 号和北京《学艺》杂志 1917 年第 2 号。 蔡元培在演讲中谈

到:“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 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

有之。冶后来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知识意志皆脱离宗教,惟有情感领域与宗教还保持有密

切关系。 但在蔡元培看来,宗教在历史上虽然发生过重要作用,却有着明显的局限和偏差,而美则是普

遍的,可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因而提出以美育代宗教。 1930 年 12 月,蔡元培在《现代学生》第
1 卷第 3 期上再次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进一步全面分析美育与宗教的利弊,他指出:“一、美育是自由

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冶 [16] 此

后,蔡元培在多次演讲和文章中进一步申明和发挥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对美育实施的方法提出了系

统的意见,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几个方面的美育。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蔡元培

所期望的新教育的理想目标: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

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
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冶 [17]上述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的文学教育思想虽然不同程度存在某些

历史局限,但总体上仍较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现代所谓新教育,特别是美育,如果能

够在此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并且能够得到切实实施,对于现代中国人格的培养,必将发挥积极作用,产
生深远影响。 可惜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积贫积弱导致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列强的侵略和社会急遽动

荡,缺乏保障社会文化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更难以形成文学教育问题上的社会共识,致使王国维、
梁启超和蔡元培等先进人物的美育思想昙花一现,只能束之高阁。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教育发展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国家对于人才的需要促进了新

中国教育事业的新探索。 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在 1949 年 12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明确提出,新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冶“教
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冶。 对旧教育则必须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冶的方

针[18]87。 但在 1951 年 3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国家对于中等教育的政策却做了这样的

表述:“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

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冶 [19]3302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所提

出的教育“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冶的要求,而且在新中国首次明确提出了智、德、体、美全面发

展的教育目标。 稍后在 1952 年 3 月 18 日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这一教育目标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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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表述为“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冶 [20]。 这实际上反映出新中国教育力图探索新

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培养的新规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教育在上世纪 50 年代一度受到重视。 中

学语文将文学和语言分开,文学审美教育得到加强。 新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在草创中则较多借鉴了前

苏联的做法,在文学和语言两大要素中更加偏重文学。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年代和战

争文化心理背景下教育方针的偏差和文学审美教育的不足,展示出某种新的气象。 然而,随着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政治气候的变化和“左冶的思潮的发展,国家教育方针也随之产生倾斜。 1958 年 9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冶 [21]490“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冶 [21]493上述

提法强调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而且也不再提“美育冶和人的全面发展,反映了特定历史

条件下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需要和认识。 这一认识一直延续到十年浩劫期间。 1966 年 8 月 8 日,党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写道:“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

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

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冶 [22] 这

里提出的教育方针既是 1950 年代中期以后党的教育方针的延续,同时再次突出了教育为现实政治服务

的特点。 改革开改以来,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做出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十年浩劫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

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其带来的浩劫对教育界的影响尤为深重,这本身就说

明了上述教育方针的历史局限性。 这种过于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带有偏狭工具色彩的、忽略人的全面

发展的教育方针在改革开放以来理所当然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质疑。
然而,从社会政治立场去反思工具论的教育方针并不能代替从学理的角度对此所作的进一步探讨。

以文学教育为例,文学教育从学科定位的角度看,既涉及到教育学(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立场,也涉

及文学审美的立场。 这里所说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立场和文学审美的立场从学科定位的角度看,过去一

般被统称为社会科学,或者称作哲学社会科学,还有的将其称作人文社会科学,以区别于所谓自然科学。
这种“统称冶的关键,在于没有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而且进一步的讨论表明,无论是所谓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科学冶二字仅仅表明学术分科,并不能自然而然就成为“正确的冶或
“具有真理性冶的代名词。 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逐渐形成

科学主义霸权地位,进而在话语方式上产生“科学冶话语崇拜,把凡是正确的、合理的认识都称作是“科
学的冶,反之则是“不科学的冶。 而且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模式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科
学冶话语的霸权地位,又把所谓“科学的冶内涵又仅仅理解为可以用实验进行实证或可以用数学方法予

以精确描述。 如果把这一认知模式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这就必然造成人文社会科学天然“不科

学冶的被扭曲身份,因为事实上有许多领域的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认识不可能都一律采用实验进行实证

或用数学方法精确描述,人文领域的知识往往带有鲜明的体验的、感悟的乃至信仰的特点,难以精确描

述和实证。 人文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学术分科本身更是不能保证哪个学科天然的具有真理性认识。 为

避免话语上的误导,我认为有必要把原先人们在“学科冶意义上所说的“科学冶改回到“学科冶,以避免产

生理解上的歧义。
显然,自然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的特点在于,既以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同

时主要采用实验的方法、数学的方法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等所谓客观的实证的数学的方法。 其研究的结

论乃至学理,有的具有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也有的存在非科学的谬论。 社会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法
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等)的特点在于以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广泛借鉴自然

学科的思想方法。 其研究的成果,有的具有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也有的属于非科学的谬论。 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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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的特点在于以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研究对象,它虽

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所谓自然学科的思想方法,但更主要表现为情感体验、直觉思维和综合判断

的思想方法。 换言之,所谓科学的真理性或虚假性判断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不具有类似自然学科和社会

学科那样的有效性。 康德之所以要在纯粹理性(判断真伪)和实践理性(判断善恶)之外还要专门讨论

判断力(判断美丑),就是因为研究自然学科的知识和研究社会学科的知识无法解决情感体验和审美判

断的相关问题。 然而,传统学术研究无论在自然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欠账太多,谬论盛行。 因此,西方

文艺复兴以来在自然学科方面的突飞猛进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正如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力倡

导“德先生冶和“赛先生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一样。 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有关自然学科与

人文社会学科二分的学术分科逐渐形成,现代社会学科的一些主要类别,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

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受到自然学科的影响,也相继独立发展并日臻成熟。 在中国,清末“洋务运动冶开
启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 1915 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
学》杂志,传播“科学冶和“民权冶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明确提出“民主冶和“科学冶两大口号,引进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精神。 上世纪 20 年代,国内文化界有识之士与中国科学界中的代表人物展开

“科学与玄学冶大论战,逐渐形成中国现代学术中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二分的思想格局。 但另一方

面,一些被认为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如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则越来越与自然学科思想方

法显得格格不入。 与之同时,自然学科思想方法至上所带来的人文精神萎缩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上述

情况在现代社会思想、学术乃至教育等方面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

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进一步反思,进而提出把人文社会学科一分为二,分别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总体上构成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三分天下的格局。 这里的关键是出现了对于人文学科的自

觉。 什么是人文学科的自觉? 简而言之,就是意识到人文学科是以人的精神生活和生存意义作为研究

对象,属于人的信仰、情感和价值判断领域,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无法简单采用自然学科的所谓客

观的和实证的方法,而是更多地具有终极关怀、情感体验和价值推断等特征。 它一般不解决思想情感和

信仰之外的具体问题,却又无不涉及到人生的根本问题,即那些“无用之用冶的问题。 所谓人文价值、人
文关怀,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 前面我们讨论到的文学教育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把文学

教育主要当作传授知识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属于教育学领域,具有社会学科的一般特征。 这种

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更多地具有知识教育、思想训导教育和应付考试等方面的现实功用价值,是一种明显

的“合目的性冶的工具论文学教育。 我们现在语文教学中的所谓主题思想和写作特点归纳即是这种现

实功用性文学教育的典型体现。 这种现实功用性文学教育显然不同于康德所说的“无目的性冶的审美

教育,更谈不上富有情感内涵的美育那样对于人本身全面发展的关注,因而比较缺乏人文关怀,即我们

所说的人文价值的缺失。 另一种文学教育情况是在传授文学知识的基础上突出文学审美特征,强调读

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和文学作品对读者的美育熏陶,具有比较鲜明的人文内涵特征。 我们之所以

特别关注美育,不仅因为美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美育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出工具论教育观和人本论教育观的区别。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学教育作为美育之一种,本身就

包含了审美和教育这两个方面的要素。 审美主要是一种无意识情感熏陶,教育则主要是一种有目的的

知识传授和思想道德训导。 这本身就决定了文学教育的多重属性。 况且,教育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也不

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也不可避免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规定。 换句话说,人文价值的缺失当然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钱理群先生把当今的某些大学生称作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充分反映出这一问

题的严重性。 但人文价值的缺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一个现在不一定会立刻兑现的问

题,并不会立即引起受教育者不能学以致用乃至社会的不稳定等现实问题。 所以上世纪 90 年代曾有一

·05·



种现象,要求文学教育完全回到审美教育的立场。 但没过多久,这条路就被发现走不通。 因为教育作为

整体本身就应该是思想知识教育和审美情感教育相统一的产物,而且国家教育目标的规定也不可能不

受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这样一个基本现实的制约。 正是这样的现实催生了

1995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我国现阶段教育方针的基本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冶这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教育方针的一个总结,但这样的总结显然也是存

在历史局限的。 因此,到了本世纪,在总结和反思此前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2015 年 9 月 15 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显示出国家在人文教育方面取得的新的

发展。 该文件共分 5 个部分 21 条,从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大力改进美育教学、统筹整合学校与社

会美育资源、保障学校美育健康发展等四个方面,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做出

了全面部署。 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标志着‘美育爷在我国教育方针中‘全面复出爷了。冶 [23] 我的看法是,
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简单和乐观。 所谓“文学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冶 [24],需要历史地

看待和评价,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论教育思想和实践仍有其历史合理性。 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人

们生活的今天,“新文科冶的提出不能不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 因此,尽管审美教育理应

在文学教育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文学教育并不等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更不等于整个教育。 一种

可能的选择是,工具论教育观和人本论教育观的交织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教育方针的

主要特点。 与之相关,文学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审美教育乃至知识传播的交织也将是我国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学教育的基本面貌。 如何增强文学教育的审美内涵和人文价值,可能是我们的文学

教育不得不长期面对的问题之一。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一方面,在目前的学科认知背景下,整个教育体系设计中思想政治教

育、科学知识教育与审美教育的不平衡不合理,导致知识教育、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的偏颇;另一方面,
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性的社会历史巨变造成科学知识剧增、思想价值多元和审美倾向裂变等一系列复杂

认知局面,社会价值取向在什么是合理的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方面还远未达成普遍共识,有
的甚至存在很大差距。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审美教育、科学知识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都有待进一步完

善。 如何在当今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合理的工具论教育观与人本论教育观相结合

的可行路径,进一步明确文学教育的学科定位并形成广泛共识,才是当今文学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真正需

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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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Humanity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ducation

Zhou Xiaofe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Literature educ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terature,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on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s the disorder of the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Instrumental educational cognition hinders people爷s all-round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re is a
serious lack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ducation. Literature education has multiple
attributes of aesthetic edification,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we need to face up to
and explore the reasonable subject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promote it to play a practical and positive
role in personnel training.
Keywords:literature education;subject orientation;multiple attributes;lack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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